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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乌拉特前旗１９５７—２００６年的统计资料，分析了耕地变化特征及现状，发现该区可开发利用的

耕地已经用尽，人地矛盾形势严峻。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乌拉特前旗１９５７—２００６年耕地动态变化的社

会驱动力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农耕业现代化水平是影响耕地变化的２个主要驱

动因子。用ＧＭ（１，１）模型对未来２５ａ的耕地和人口进行了预测，结果得出，该区１９５７—２００６年期间人口

持续增加，耕地面积减少，人地矛盾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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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耕地
面积在一定时段内的变化趋势和变化数量，能够反映
区域土地资源利用发生变化的轨迹和人类活动的强
度［１－２］。耕地是人类所需食物的主要来源，同时在环
境保护和生态平衡上有着重大的贡献。随着经济发
展和人口急剧增长，非农用地大量增加，耕地面积持
续减少，质量不断下降。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耕地数量变化的研究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稳定一定数量的耕地，利用和保护
好有限的耕地资源，维护耕地质量，重视区域耕地的
动态变化研究，及时了解和掌握耕地的数量、空间变

化的动态，分析其驱动机制对于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促进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３－５］。本
文通过对乌拉特前旗近５０ａ来耕地变化驱动因子的
分析和预测，以期对该旗未来耕地资源的保护利用和
人地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乌拉特前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平原东部，行
政区划隶属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地理坐标为北
纬４０°２８′—４１°１６′，东经１０８°１１′—１０９°５４′。全旗东西
长约１４３ｋｍ，南北宽约８６ｋｍ，总面积是７　４６７ｋｍ２。
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３．５～７．２℃，年日照
时数２　９５９．４～３　４５６．７ｈ，年蒸发量２　０６９．３～２　３６５．３



ｍｍ。年降水量２００～２５０ｍｍ左右，多集中于６—９
月，占全年降水量的７８．９％［６］。黄灌区面积７．４７×１０４

ｈｍ２，占可耕地面积的５４．５５％。２００６年底总人口３３．５９
万人，农业人口２４．１６万人，占总人口数量的７１．９２％。

２００６年的农业总产值为１３．２３亿元，占全旗社会总产
值的２９．５２％，农业潜力有待进一步开发。因此，发
展农业对乌拉特前旗国民经济增长十分重要。

影响乌拉特前旗耕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因子很多。
根据乌拉特前旗耕地变化的实际状况，选取１９５７—

２００６年５０ａ的统计数据作为主成分分析法的原始数
据，选择总人口（ｚ１，人）、粮食总产量〔ｚ２，ｔ〕，中学在校
学生数（ｚ３，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ｚ４，元／人），农林牧
区用电量（ｚ５，ｋＷ·ｈ），农业化肥施用量〔ｚ６，ｔ〕，农业机
械总动力（ｚ７，ｋＷ），耕地面积（ｚ８，ｈｍ２）８个因子对乌拉
特前旗耕地动态变化的社会驱动力进行分析，最后运用

ＧＭ（１，１）模型对人口和耕地面积变化情况进行预测。

１　耕地的动态变化特征分析

１．１　耕地面积变化特征
根据１９５７—２００６年的统计资料绘制乌拉特前旗

耕地面积变化图（图１），由图１可以看到，乌拉特前
旗耕地面积在波动变化中，主要有４个阶段。

（１）１９５７—１９６０年正值建国初经济恢复及大跃进
时期，支边建设和人口的大量涌入加剧了垦荒进程［７］，
耕地面积从９６　０６６．６７ｈｍ２ 增长到９８　９３３．３３ｈｍ２。

（２）１９６０—１９８７年处于“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
初期，由于禁止开荒，割资本主义尾巴有关政策影响，
加之统计上谎报等原因，此期耕地为回落阶段［７］，从

９６　０６６．６７ｈｍ２ 降低到６９　０５５．４ｈｍ２。
（３）１９８７—１９９９年期间，为第二次大规模垦荒

高潮，耕地开垦的速度和规模均超过了５０年代，耕
地总量急速增加［７］，净增了８５　８８５ｈｍ２，年均增长５
５０６．５ｈｍ２。

（４）１９９９—２００６期间，乌拉特前旗实行生态退
耕，生态恢复［８］，耕地呈下降趋势，在这７ａ间，耕地
减少了１３　５７０ｈｍ２。

图１　乌拉特前旗耕地面积变化

１．２　人均耕地面积变化特征
根据１９５７—２００６年的统计资料绘制乌拉特前旗

人均耕地面积变化图（图２），由图２可以看出，乌拉
特前旗人均耕地面积总体处于波动中下降趋势，主要
分为３个阶段。（１）１９５７—１９８４年为快速下降阶段，
人均耕地面积从１９５７年的０．７４４ｈｍ２ 下降到最低值

１９８４年的０．２２６ｈｍ２。（２）１９８４—２０００年为缓慢上
升阶段，人均耕地面积从１９８４年的０．２２６ｈｍ２ 增加
到２０００年的０．４５８ｈｍ２。（３）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为缓慢
下降阶段，人均耕地面积从２０００年的０．４５８ｈｍ２ 下
降到２００６年的０．４２１ｈｍ２。

图２　乌拉特前旗人均耕地面积变化

２　耕地动态变化的驱动力因素分析

２．１　自然因子
乌拉特前旗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干旱少雨，大部分

属于干旱区和半干旱区，水资源短缺，降水量年际变化
很大。年均降水量在２００５年仅为７３ｍｍ，降水量最多
的１９５８年，也仅有３５４．３ｍｍ；年均蒸发量很高，蒸发
量最小的１９７７年达到２　０６９．３ｍｍ。降水少，蒸发大，
且年际变化大。多年夏旱频率为３６％，春旱频率为

５６％，干旱致使农田不能耕种。在可耕地面积中灌溉
区面积仅占３３．３５％，多数耕地得不到有效灌溉。

２．２　耕地面积变化的社会因子驱动力分析
根据选择的驱动因子，利用ＳＰＳＳ软件对乌拉特

前旗耕地面积变化驱动因子进行分析，得出各个因子
的相关系数、特征根、主成分贡献率、累积贡献率（表

１—３）。从表１中可以看出，影响耕地变化的８个变
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ｚ１ 与ｚ６，ｚ２ 和ｚ５ 之间具有较
高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约为 ０．９４４，０．９００，

０．８８２；ｚ２ 与ｚ３，ｚ４ 与ｚ７，ｚ５ 和ｚ８，ｚ５ 与ｚ６ 和ｚ７ 之间
相关性也很大，说明它们之间可能具有因果的必然联
系，有必要进行主成分分析。

从表２可知，主成分１和主成分２的累计贡献率
达到９１．８５３％，这说明这２个主成分提供了原始数
据的足够信息，完全符合分析要求，能够代表耕地变
化的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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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１与农林牧区用电量ｚ５，农业化肥施用
量ｚ６，农牧民人均纯收入ｚ４，总人口ｚ１，耕地面积ｚ８，
农业机械总动力ｚ７ 的相关程度很高（表３），反映了
乌拉特前旗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及人口总量对耕地的
直接影响；主成分２与粮食总产量ｚ２，中学在校学生

数ｚ３ 相关程度很高，它们代表了乌拉特前旗农业生
产水平和人口受教育的程度对耕地变化的影响，间接
反映农业现代化程度。总之，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
出，乌拉特前旗耕地变化在社会因素方面主要受农业
现代化水平、总人口和受教育程度两个方面的影响。

表１　乌拉特前旗耕地变化驱动力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ｚ１ ｚ２ ｚ３ ｚ４ ｚ５ ｚ６ ｚ７ ｚ８
ｚ１ １
ｚ２ ０．９００　 １
ｚ３ ０．４２７　 ０．０９４　 １
ｚ４ ０．７４８　 ０．３９８　 ０．７００　 １
ｚ５ ０．８８２　 ０．６１７　 ０．６４１　 ０．９１１　 １
ｚ６ ０．９４４　 ０．７６６　 ０．５２２　 ０．８１８　 ０．９５８　 １
ｚ７ ０．７０５　 ０．３７０　 ０．６７６　 ０．９３８　 ０．８７７　 ０．７８８　 １
ｚ８ ０．７８８　 ０．５０５　 ０．７１８　 ０．８９４　 ０．８６３　 ０．７７８　 ０．８２０　 １

表２乌拉特前旗耕地变化驱动力特征根和主成分累积贡献率

主成分 特征根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１　 ６．１１２　 ７６．４００　 ７６．４００
２　 １．２３６　 １５．４５３　 ９１．８５３
３　 ０．３２７　 ４．０８８　 ９５．９４１
４　 ０．１８２　 ２．２７７　 ９８．２１８
５　 ０．０８８　 １．１０３　 ９９．３２１
６　 ０．０３９　 ０．４８４　 ９９．８０５
７　 ０．０１３　 ０．１５９　 ９９．９６４
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６　 １００．０００

表３　乌拉特前旗耕地变化驱动力主成分载荷矩阵

变量 主成分１ 主成分２
ｚ１ ０．９１８　 ０．３８４
ｚ２ ０．６６２　 ０．７２４
ｚ３ ０．６８３　 ０．７８８
ｚ４ ０．９３０ －０．２５９
ｚ５ ０．９７６　 ０．０００
ｚ６ ０．９４８　 ０．２２１
ｚ７ ０．８９６ －０．２７４
ｚ８ ０．９１８ －０．１６６

２．３　乌拉特前旗耕地变化的主要社会驱动因子分析
（１）农业现代化水平与耕地变化。乌拉特前旗

为灌溉农业，农牧区用电量和农业机械总动力在某种
程度上决定有效灌溉面积的大小，而有效灌溉面积是
确保耕地质量的重要保障。１９５７—２００６年这５０ａ
中，乌拉特前旗农业发展较快，农业总产值从１９５７年

１　６００．７万元增长到２００６年的１４９　０６６万元。人均农
业总 产值从 １９５７ 年 １２３．９７ 元增长 到 ２００６ 年

４　４３４．９６元，增长了３４．７７倍。农业机械总动力不断
增加，在１９８８—１９９７这１０ａ中，农业机械总动力年平
均增加６５．７７％，在１９９７—２００６这１０ａ中，农业机械
总动力年平均增加９２．０２％，增长速度很快。乌拉特

前旗引黄灌溉水从１９８７年的７．８４×１０８　ｍ３ 下降到

２００６年的４．６×１０８　ｍ３，呈逐年减少趋势，并且其水
利设施效益不高，水的利用率极其低下。黄灌区整个
灌水渠系水的有效利用系数只有０．４６。引黄河水

６．５×１０８　ｍ３，只有３．０×１０８　ｍ３ 能流进农田，其余３．３
×１０８　ｍ３ 都被蒸发和下渗补给地下［１２］。因此，今后
加大农业机械化的投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大面
积推广使用喷灌、滴灌等高新节水技术是乌拉特前旗
保护耕地，走现代农业的重要发展举措。

（２）总人口及受教育程度与耕地的变化。人口
作为一种持续的外界压力，对耕地的变化起着决定性
的作用。近５０ａ来，乌拉特前旗人口逐年增多，总人
口数从１９５７年的１２．９万人增加到２００６年的３３．６
万人，增加了２０．７万人，增加速度较快。人均耕地从

１９５７年的０．７４ｈｍ２ 下降到２００６年的０．４２ｈｍ２，呈
逐年下降趋势。随着乌拉特前旗人口的进一步增加，
人口对耕地的压力越来越大。教育水平较低，虽然中
学生在校人口数与总人口数的比率从１９５７年的

０．４％增长到２００６年的７．３％，增长较快，但是２００６
年，中学教师３　３３８人与总人口数３３．６万人和中学
在校人口数２．４万人之间差距较大，说明师资力量仍
然严重不足。因此，一方面要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另
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只有控制人口规
模，提高人口素质，才能使文化科技知识得到更广泛
的传播，促进耕地的保护和利用。

３　耕地与人口的动态变化预测

本文以１９５７—２００６年乌拉特前旗耕地数据作为
原始数据，运用灰色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利用ＤＰＳ软
件，分别建立ＧＭ（１，１）预测模型，以５ａ为预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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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得出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２１年３个阶段的总人口
与耕地变化的预测值。同时，为了检验该模型的精
度，根据后验比Ｃ和小误差概率Ｐ 对模型进行诊断
（Ｃ＜０．３５，Ｐ＞０．９５，为很好；Ｃ＜０．５，Ｐ＞０．８为良
好）可知，得出的预测值具有可信度（表４）。通过预
测得出未来１５ａ乌拉特前旗人口呈增长趋势；而相
应的耕地面积呈下降趋势。

表４　乌拉特前旗总人口、耕地面积变化预测值

因 素
预测值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２１年
评价模型

总人口／
１０４ 人

３４．５６２　３５．１８７　３５．７６２
Ｃ＝０．２８７　２
Ｐ＝０．９４８　３

耕地面积／
１０４　ｈｍ２

１４．０３６　１３．８５１　１３．７１５
Ｃ＝０．４３６　５
Ｐ＝０．８２４　４

４　结 论
（１）自１９５７年以来，乌拉特前旗人均耕地面积

总体处于波动中下降趋势，人地矛盾特别突出。
（２）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影响乌拉特前旗耕地

变化的８个因子在社会因素方面最后归纳为农业现
代化水平、总人口和受教育程度。从单个因子分析来
看，农林牧区用电量、农业化肥施用量、农牧民人均纯
收入、总人口、耕地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是影响耕地
变化的重要驱动因子。

（３）根据预测，未来１５ａ，乌拉特前旗耕地面积
呈缓慢下降趋势，人均耕地显著减少。因此，严格控
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加快农业现代化设施在
农耕生产中的应用，严格限制草场、荒地等非耕地面
积的开垦，保护可耕地面积，提高地力等方式是解决
该区耕地资源短缺和退化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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